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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灾后重建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多重动力机制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使

用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动力、社区动力和政府动力对灾区农村居

民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可以发现，家庭的个体特征对住房重建速度的解释力较弱，但本

社区其他居民的住房重建速度则通过社会比较和规范压力的机制影响了家庭的住房重建

速度。政府的经济干预能够加快住房重建速度，而行政干预则会延缓住房重建速度。研

究结果表明，灾后重建行为不只是一种个体行为，更是一种嵌入于群体社会规范和政府干

预措施中的集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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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重建是与受灾群众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灾后重建内容。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汶川

地震灾后三年共重建农房 190. 85 万户、城镇住房 28. 83 万户①，这成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一大亮

点。在汶川地震 10 周年之际，回顾住房重建历程，深入分析灾后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因素，能够帮

助人们更准确地把握灾后快速重建的“汶川模式”的运作机制，更好地理解灾后恢复重建的内在逻

辑，为我国今后的灾害治理能力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研究问题和文献综述

灾害社会学坚持把灾害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认为灾害是其所处社会的函数［1－2］，它反映的是社会

的脆弱性［3］。一个家庭、社区或者社会的灾后恢复方式和速度内生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背景当中，

作为灾后恢复重要组成部分的住房恢复重建也不例外。本部分将首先梳理住房恢复速度方面的研

究，然后重点介绍社会逻辑和政府干预对灾后恢复速度的影响机制。
( 一) 住房恢复速度

一般情况下，受灾者在灾后的住房类型会经历紧急庇护所( emergency sheltering) 、临时庇护所

( temporary sheltering) 、临时住房( temporary housing) 和永久性住房( permanent housing) 四个阶段［4］。
紧急庇护所和临时庇护所是指灾民在灾害发生后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居住的场所，临时住房是受灾

者在进入永久住房之前居住的过渡性居所。
总体而言，目前对灾后住房恢复速度的研究比较少，注意力主要放在受灾家庭特征( 尤其是家庭

经济特征) 上，认为灾后住房重建主要是一种个体经济行为。一些对不同家庭在灾后不同住房类型

间转换速度的研究发现，拥有较好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家庭( 个体) 能够更快地进入到临时或永久性住

房恢复阶段，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 个体) 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困难重重。在过渡方式方面，研

究发现灾后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临时住房中的受灾者灾前大多居住在出租房内，灾后也较难搬出各种

临时性住房［5］。
可以看出，现有灾后住房恢复速度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其中最大的不足是没有对影响灾后住房



特别是永久性住房恢复速度的因素和机制进行仔细分析。我们认为灾后住房重建速度不是一种单

纯的个体行为，它受到多种行动主体、多类行动逻辑的共同影响，需要适应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灾害应

对逻辑。
( 二) 灾后恢复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1．社区行为规范对灾后恢复速度的影响。灾害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疗愈型社区( therapeutic
community) 概念，认为社区在灾后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社区居民间的行为规范、信任、自
愿参与水平对人们的灾害应对行为有重要影响。对一个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社区灾后重建过

程的研究发现，社区教会组织在提升社区居民凝聚力和信任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

了社区的灾后恢复［7］。对中国受灾社区灾后恢复过程的研究发现，所在社区的制度信任水平较高

( 表现在对本地官员、体制、制度信任水平) 的家庭灾后恢复情况也较好［8］。同时，社会网络对人们

灾害应对行为的影响一直被人们所强调［9］。作为灾后恢复行动的社会结构背景，社会网络既是受灾

者灾后恢复行动的资源，也是它的约束条件。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会形成不同的成员互动模式，在

成员间产生不同的行为期待和规范，与此同时，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意味着不同的资源流动渠

道［10－11］。研究发现，以亲戚为代表的强关系更可能为受灾者带来资金、劳动力等援助［12－13］，增强受

灾者的灾后恢复能力。
2．政府灾害干预对灾后恢复速度的影响。政府的灾害干预经历了“从怜悯( compassion) 到权利

( entitlement) ”的过程。Platt 的研究表明，长久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认为，虽然公民遭受自然灾害是不幸

的，但向他们提供帮助却只是其亲友或宗教团体、慈善机构的事情，政府没有向其提供帮助的义务［14］。
195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减灾法案》，并由此开启了联邦政府层面的灾害救援活动。政府参与救灾

不再被看作是一种仁慈，而被认为是一种义务，公民获得灾害救助并恢复正常生活被视为一种权利，而

不再被认为是政府的施舍。中国政府更早介入到灾害( 特别是伴随着水旱灾害的饥荒) 的救助活动当

中，并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荒政”传统［15］。无论是儒家意识形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现实考虑都会促使

国家介入到救灾活动过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官僚政府必须准备着全部接管救灾行动”［16］。随着中

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中国政府的灾害干预也正在经历着“从怜悯到权利”的转变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灾害干预行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进行灾害干预的意愿和能力受到

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影响。跨国研究发现，政府效能、公民政治权利对一国应对和适应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关键性的影响［17］。从政府效能来看，对墨西哥城和洛杉矶地震灾后恢复以及

芝加哥热浪灾害的研究发现，政府在灾前的运作方式( 包括政府运作的政治制度环境、政府内部行政运

作方式、政府以往的项目管理经验等) 会直接影响灾害应对和灾后恢复项目的运作方式和效能［18－19］。

二、研究假设

在灾后住房重建过程中，家庭是最为基本的决策主体，但作为社区成员和社会网络成员，住房重

建家庭的决策也会受其所嵌入的社会行为逻辑的影响。迅速、大规模的政府介入是汶川地震灾后住

房重建的显著特征之一，各级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进而影响到住房重建家庭的

重建决策。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假设:

( 一) 家庭动力机制假设: 经济能力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

对受灾家庭来说，灾害造成的损失越大、房屋破坏越严重，则其修建永久性住房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越强。但与此同时，由于住房重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因此其重建速度还会受到家庭经济

条件与等自身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1。
假设 1: 受灾家庭的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家庭住房重建速度越快。
( 二) 社会动力机制假设: 社区行为规范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

从本质上说，灾后重建的农村居民住房与常规情境下的住房没有区别，它承载着同样的社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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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成员权象征”和“脸面游戏”。所谓“成员权象征”是指在村中保留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保留自

己村民成员资格的重要方式。它不同于正式制度意义上的户籍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村民认同意义上

的成员资格［20］。另外，在盖房子这件事上，村落文化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压力，要求他们按规矩来办，

而且争取超过别人，超过了就有面子，不如就失面子［21－22］。在农村，建了好房子的人既是村民妒忌

的对象，也是他们暗中效仿的榜样。当本社区中的其他人都建好了房子，自家却没建好，会被认为是

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所在社区其他住房重建家庭的平均重建速度越快，本家庭的住房重建速度越快。
( 三) 政府动力机制假设: 政府灾害干预方式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

政府快速、大规模的干预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重要特征，但各种干预措施的政策目标、实施方

法和实际影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笼统地讲，政府干预对于灾害重建的影响并不精确，容易忽

视各政策间的差异。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介入居民住房重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提

供资金补助( 包括住房重建补助和住房重建贷款利息补贴等) ; 二是直接参与住房的设计和施工。在

本文中，我们把前者称为经济干预，后者称为行政干预①。
政府经济干预措施技术性较强、确定性较好( 住房重建补贴基本上属于“一个萝卜一个坑”) 执

行成本低、速度快。政府提供资金补贴、住房重建家庭自行组织住房重建的方式，一方面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住房重建家庭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住房重建家庭有较高的自主性，能够自主安排住房重

建进程，形成了一个多头行动、共同推进的格局，每个住房重建家庭都成为住房重建的推进器，有利

于加快住房重建速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1。
假设 3. 1: 政府经济干预加快了住房重建速度。
与经济干预不同，政府对住房重建的行政干预往往与各种灾后重建项目捆绑进行，通常需要更

长时间来做信息统计、项目规划和审批，而且有可能由于土地调整、拆迁补偿等问题拉长住房重建周

期。实地调查也发现有不少政府组织实施的住房重建项目，在工程完工后由于新房分配问题而延后

新房入住时间。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2。
假设 3. 2: 政府行政干预减缓了住房重建速度。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 一)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1 年《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重建情况监测调查》的调查数据。《汶川地

震灾区居民重建恢复情况监测调查》采取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对抽取的灾区居民户进行入户问卷访

谈。调查覆盖了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和阿坝州 30 个受灾县( 市、区) ，其中，极重灾县( 市、
区) 9 个，重灾县( 市、区) 21 个。最后一共调查了 198 个普通社区( 村、居委会、城市社区) ，每个社区

随机抽取 25 户，实际入户 4876 户，成功访问了 3840 户，访问成功率为 78. 8%。由于本研究只关注

在调查时已经完成了住房重建的家户的房屋重建情况，因此只涉及那些报告了住房重建情况个案。
另外，鉴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住房重建存在很大差异，而且数据中重建了住房的城镇居民家庭

样本量太少，本文只关注灾后重建了住房的农村居民家庭。
( 二) 变量

1．因变量

住房重建速度是本文的因变量。具体来说，它是指新房入住时间距地震发生时间( 2008 年 5
月) 的月份数，值越大，重建速度越慢。为了控制新住房完工时间和入住时间之间可能的间隔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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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干预主要指，政府通过增加资金注入和减少资金汲取增加灾后住房重建家庭实际持有资金的总购买力，包括住房贷款、税
收减免、控制建材价格等; 行政干预指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参与、引导甚至主导住房重建决策，包括土地审批、住房选址、图纸设
计、质量检测等。本文只是在狭义上使用经济干预和行政干预概念。



测量不准确，本文只关注那些震前住房严重受损或倒塌的个案。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我们假定其会

在房子完工后尽快入住。
2．自变量

( 1) 家庭变量。包括“震前家庭经济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由被访者对地震

前自己家庭在当地的经济地位进行自我评估，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 2) 社会变量。“社区其他家庭重建住房速度”，它是社区内其他住房重建家庭重建住房所花费

时间的平均值。
( 3) 政府干预变量。问卷中我们询问了住房重建资金来源和施工组织的信息，列举了包括“政

府补贴 /奖励”在内的六种资金来源和“自家施工或请人施工”“政府介绍施工队，自家决定”和“完全

由政府组织施工”三种施工方式。分析中，若获得了“政府补贴 /奖励”则意味着有经济干预，反之则

没有; 若采用“完全由政府组织施工”则有行政干预，反之则没有。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是受灾程度，包括住房重建家庭灾前所在社区的受灾程度和其所处的县

( 市) 的受灾程度。由于汶川地震后对重灾区和极重灾区的划分是在县级层面进行的，控制住房重建

家庭所处的县( 市) 的受灾程度，能够对外部政策环境差异进行一定的控制。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说明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变量说明

因变量

住房恢复速度 17. 51 8. 1 定距，月份数，数字越大速度越慢

自变量

震前家庭经济状况 1. 64 0. 548 定序，震前家庭经济状况主观判断 1～3，“3”为上等

老人儿童占比 0. 25 0. 28 定距，老人和儿童在家庭成员中所占比例

家庭规模 3. 68 1. 39 定距

社区其他居民住房重建的平均速度 17. 81 4. 82 定距，数字越大速度越慢

政府资金补贴 0. 88 0. 33 二分，“1”表示获得了政府资金补贴

政府行政干预 0. 13 0. 33 二分，“1”表示政府组织重建施工

控制变量

极重灾区 0. 53 0. 50 二分，“1”为极重灾区，“0”为重灾区

灾前所在社区住房倒塌情况 定序，1～6，数字越大表示受灾越重

( 三) 方法和模型

住房重建速度为定距变量，我们建立以它为因变量的 OLS 模型。分析使用了三个嵌套模型，以

仅引入控制变量和家庭变量的模型一作为基准模型，再逐步引入其他解释变量建立模型①。

四、计算结果

( 一) 家庭动力机制的作用

模型 1 是以控制变量和家庭变量为自变量的基准模型，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对住房重建速度

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没有证实假设 1。从模型的决定系数看，模型的解释力较低，说明家庭动力

变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灾后住房重建速度的快慢。
( 二) 社会动力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

模型 2 显示，家庭住房重建速度与本社区其他家庭重建住房的速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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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本文涉及家庭、社区、政府三类行动主体，并且它们分属三个层次，因此，在分析方法上应采用分层模型。但由于本文所使
用数据中每个社区抽取的户数为 25 户，且在绝大多数社区中只有一部分被调查家户在灾后重建了住房，在数据结构上不能满足
分层模型所需的数据要求，无法使用分层模型。



社区其他住房重建家庭重建速度越快，那么该家庭住房重建的速度也会越快，反之亦然。假设 2 得

到证实。从嵌套模型的比较看，与模型 1 相比，加入社区变量的模型 2 的决定系数由 0. 028 上升到

0. 095，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 三) 政府干预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

模型 3 显示，政府经济干预能显著加快住房重建速度，获得政府住房经济补贴的家庭比没有获

得补贴的家庭大约能提前 6 个月入住新房。但政府行政干预会显著地减缓住房重建速度，那些住房

由政府统一施工的家庭比起不是由政府施工的家庭来，要晚将近两个月入住新房。换句话说，假设

3. 1 和假设 3. 2 均得到证实。此外，与模型 2 相比，模型 3 的决定系数由 0. 095 上升到 0. 168，模型的

解释力有显著的改善。最后，模型 3 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对住房重建速度影响最大的三个因

素分别是政府经济干预、社区住房重建速度和政府行政干预( 作为控制变量的社区受灾程度对住房

重建速度的影响也很大) ，家庭自身特征的影响则相对要小得多。
表 2 住房重建速度影响因素的 OLS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所在社区受灾程度
－0. 812＊＊＊

( 0. 198)
－0. 564＊＊
( 0. 193)

－0. 938＊＊＊
( －0. 175)

所在县受灾程度
－0. 499

( 0. 604)
－0. 370

( 0. 583)
－0. 726

( －0. 045)

家庭规模 0. 476＊＊
( 0. 177)

0. 348*

( 0. 172)
0. 394*

( 0. 068)

震前家庭经济状况 0. 417
( 0. 420)

0. 334
( 0. 406)

0. 260
( 0. 019)

老人儿童占比
－2. 153*

( 0. 861)
－2. 217＊＊
( 0. 831)

－1. 783*

( －0. 062)

社区住房重建速度 — 0. 443＊＊＊
( 0. 049)

0. 313＊＊＊
( 0. 186)

获得政府经济补贴 — — －6. 276＊＊＊
( －0. 256)

政府组织施工 — — 1. 890＊＊
( 0. 078)

Adj Ｒ2 0. 028 0. 095 0. 168

N 1098

注: 1．* p＜0. 05;＊＊p＜0. 01;＊＊＊p＜0. 001 为 2．模型 1、模型 2 括号中为标准差，模型 3 括号中为标准化系数。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关注灾后住房重建过程中多重动力机制交织过程及其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与此同时，

本文强调灾害研究具有“社会实验”意义，认为它能为人们观察常规情况下不易看到的社会制度结构

和社会运作机制提供便利。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有以下结论和讨论:

( 一) 结论

1．在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强度上，政府干预、社会动力和家庭动力的作用依次递减

本文发现，虽然家庭、社会和政府干预的动力机制都会影响住房重建速度，但从强度上看政府干

预机制的影响最强，社会机制次之，家庭机制最弱。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动力机制影响的强度排序

只是在中国情境和汶川地震这两个制度和灾害类型约束下发现的，是否适用于其他灾害情境尚需进

一步考察。
2．互补还是替代? 社会动力和政府干预间的关系

本文发现住房重建家庭会把本社区其他住房重建家庭的重建速度当作参照，努力与之保持一

致，并认为这种行为规范压力来自人们对住房社会含义的认知。但实地调查也发现灾后重建过程

中，深谙村民行为逻辑的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各种“催工技术”利用社区行为规范压力激活甚至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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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建房竞赛。换句话说，政府目标和社会逻辑在加速住房重建问题上实现了合流、相互强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灾后恢复过程中多重逻辑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远未厘清，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重

点关注的问题。
( 二)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灾后恢复是一个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多重逻辑交织运作的复杂过程，这对人

们思考灾害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并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具有一些启发意义，当各类灾害正在变得

越来越常态化时，下述问题更显重要。
首先，政府灾害干预如何规避激励扭曲问题。如前所述，在经历了“从怜悯到权利”的转变之后，

政府援助受灾者被认为是政府的一项义务。但研究表明，政府不恰当的灾害干预措施可能会对受灾

者或潜在的受灾者的行为产生激励扭曲［23］。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和财力帮助受灾家庭恢复重建住房，对于减轻住房重建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加快重建速度都有积极

的作用，但这种行为背后的风险是，未来的受灾者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政府援助依赖。
其次，政府灾害干预措施中经济干预和行政干预的组合方式问题。本文分析发现，政府经济干

预能够加快住房重建速度，而政府行政干预则会延缓住房重建速度。换句话说，若单从加快住房重

建速度来说，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更多地使用住房重建补贴等经济手段。但是

灾后住房重建需要兼顾多重目标，快速恢复仅是其中的一个目标。如何在各目标间做出权衡并采取

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是政府灾害治理机制建设的核心内容。当然，本研究的一个遗憾是没有全面考

察政府其他干预措施( 比如土地审批、建材价格调控等) 对住房重建速度的影响，也没有考察政府在

住房重建问题上的经济干预和行政干预的其他影响，这意味着本文的评估还不够全面，政策含义还

不完整，需要将来做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作为最强有力的干预力量，政府的灾害干预行为既可能成为灾后恢复过程中强大的支撑

力量，也可能会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来自个体和社会的力量的制衡而被过度使用，并造成一系列的

未预料后果。比如政府对社区建房竞赛逻辑的利用，虽然提高了住房重建速度，但它可能使一部分

住房重建家庭把住房重建的启动时间提前、建设周期缩短，造成更大的资金压力，甚至因此背上沉重

的债务负担———政府在制定灾害干预政策时要特别注意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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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receive financial or emotional support; ( 2) Out of the four relief programs of livelihood，housing，finance and emotion，

the average number of programs victims get is 1. 75; ( 3) CPC members get more help than non-party members，and Han

people receive less help than ethical minorit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governments are a major player i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nd that infrastructure needs improving to ensure the efficiency of rescue work．

( 12) Influence of household，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on post-disaster house rebuilding

LU Yang-xu，ZHAO Yan-dong ·100·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s an effort involving multiple play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on rural house rebuilding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We h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 1) The

speed of neighbors' house rebuilding exerts significant influence while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do not; ( 2) Governmental

financial aids speed up the rebuilding whil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slows it dow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st-disaster

rebuilding is a collective effort influenced by social norms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rather than an individual act．

( 13) Law of demand and law of advantage: a stud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WEI Jian-wen，HAN Yang，SHI Chen ·107·

The post-earthquake re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Wenchuan has gained experience that can be shar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t-earthquake resource 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w of demand and law of advantage． We

have the following results: ( 1 ) Law of demand is an essential principle． The greater the loss of houses，woodland and

farmland，the bigger the housing subsidies; ( 2) Law of advantage is a basic principle． The higher the economic，human and

social assets，the bigger the subsidies for house and livelihood; ( 3) Law of advantage matters more in bank loans． The more

wealth a family possessed before the earthquake，the more bank loans it had after the earthquake; ( 4) Political background

has no saying in resource allocation． CPC members' share is no bigger than others．

( 14) Process in art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XIA Dong-rong ·115·

Whitehead is best known as the defining figure of process philosophy． This philosophical school identifies reality wit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Art as a spiritual product is no exception． The growth of artists and creation of art works are

important art processes and also important means for art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 15) Connotation of Yi Hua ZHANG Qian-yuan ·124·

Invented by Fuxi，Yi Hua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Yi is not a numeral but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embodying the idea of Ba Gua ( Eight Diagrams) and the Dao of Tai Chi． Applying Yi Hua to his paintings，Shi Tao，a

painter in the Qing Dynasty，invented a number of painting terms，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 16) Image of Sun Wukong in Journey to the West YANG Yang ·130·

Symbolism as a frequently-used literary device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is well-represented in Su Wukong，a leading

character in the novel． The moral lesson of this book is about salv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The pilgrimage of Su Wukong to

the West symbolizes his journey inward． An in-depth study of symbols can help us fully understand the morals in this classical

novel．

( 17) Ethical spirit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SONG Zheng ·139·

The stor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llustrates a good metapho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mind． The

story gets increasingly profound as the plot unfolds． It captures the mentality and valu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shape of

mythology through its description of Buddhism，Taoism，worldliness and Confucianism and of the sufferings and hardships

Xuanzang and his disciples went through in the journey． In this sense，this classic work shows how the Chinese people achieve

a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in their ethic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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